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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筹划到存在敬畏
——设计的形上之思

From Rational Planning to Reverence for Existence: The Metaphysic of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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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作为“制作”活动，既是赋予形式的技艺，也是人通过理性筹划确证自身存在的行为方式。

本文指出，设计的工具性、实践性与象征性使其应有相对边界；理性越界或内涵泛化将侵蚀人的自由，导

致设计价值的偏离。在大数据时代，设计甚至面临着泛化与异化的双重困境。为回应这一挑战，本文提

出借鉴东方哲学中的“无为”“侘寂”观念，即设计中必须保留无法被理性筹划完全规定的剩余领域。基

于此，本文提出一种兼顾理性筹划与敬畏存在的设计哲学，将“不可设计性”作为设计理论的内在边界，

为批判设计异化、重建设计的人文边界提供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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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sign, as a “making” activity, is both an art of giving form and a mode of human action through 
which people affirm their own existence via rational planning.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strumental, practical, 
and symbolic dimensions of design entail a relative boundary for it; when rationality oversteps this boundary or 
the connotation of design is overgeneralised, human freedom will be eroded and the value of design will deviat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design even faces the dual predicament of generalisation and alienation. In response to this 
challeng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Eastern philosophical concepts of wu wei (non-action) and wabi-sabi (the
beauty of imperfection), emphasising that design must preserve a residual domain that cannot be fully determined 
or exhausted by rational planning. On this basis, the paper proposes a design philosophy that balances rational
planning with reverence for existence. Its originality lies in taking “undesignability” as an inherent boundary of
design theory, thereby providing intellectual resources for criticising the alienation of design and rebuilding its
humanistic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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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恩荣提出“工程设计哲学”需融合自然主义

认知与社会责任，以达到对设计和工程相结合

的能够落地的实践哲学。[8] 王金柱则回溯哲学

传统，考察设计的本质，并同时透过复杂的人

工物技术，探究设计本源的意义。[9]

毫无疑问，已有研究推动了“设计”成为

哲学的主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然

而，哲学的核心功用恰如康德所言在于“划界”，

既有研究虽已厘清设计的概念内核及其生存论

意蕴，却潜藏着设计泛化的理论风险——过度

扩张设计的范畴边界，难免导致范畴混淆与认

知偏差。基于此，本文将立足哲学史视角，深

入剖析设计的内在本质，在此基础上划定设计

的合理边界，进而引入东方哲学理念对整个西

方哲学框架的调整，以此规避范畴错位的谬误，

捍卫人的自由疆界。

一、设计的理性属性及其存在论意蕴

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便宣称“人是理

性动物”。这一“理性”（Reason）并不仅仅是

静观思维，而是具有某种目的性活动的思维方

式，“理性本身是不动的，动的只是指向某种

目的的实践的理性。”（[10]，p.168）也即是说，

人是在理性的主导下展开行动的，其最生动、

最具体的形态之一，便是“理性制作”这一实

践活动。这种理性不是对已然存在之物的静观

之思，而是一种主动的、生产性的力量，化为

一个有目的的预先形式存在于灵魂之中，继而

引导双手将质料转化为符合此目的的作品。

一块沉默的木头，在被打磨的过程中被唤

醒与规定，它从一开始就被规制进一种寻求本

真形态的路径中。因此隐匿于自身之内的自在

存在的状态被带入一个为某种目的服务的、“为

我存在”的关系之中。这就是设计的过程，也

正是这一转化得以可能的关键环节，理性在这

一环节从内在的、不可见的思维形态，走向外

在的、可触可感的实在形态之中。从而，理性

不再是抽象的逻辑形式，而是可以介入现实的

实践过程，甚至可以说，设计即理性，反之亦然。

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为设计奠定了形

设计（Design）作为人类特有的活动，不

仅是一种人的实践过程，而且也是人的生存方

式。在现代社会中，设计更是与人的各个社

会生活层面息息相关——从工业产品的形态塑

造再到城市系统的工程规划，从算法模型的搭

建到社会制度的完善，这些实体性或非实体

性的创制性活动都包含在设计概念之中。设

计哲学因此逐步兴起。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

期，意大利的反设计（anti-design）运动就已

经将设计引进了哲学领域，美国的安东尼·邓

恩（Anthony Dunne) 和 菲 奥 娜· 雷 比（Fiona 
Raby）进而提出“思辨设计”的观念，即“通

过在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更多设想，并探索各种

可能的情景，现实将变得更加可塑。尽管未来

无法预测，但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创造条件，

从而提高更理想未来实现的可能性”。[1

] 戴维·斯莱斯（David Sless）在《设计哲

学》（Designing Philosophy）中以两个断言为

出发点：一、哲学是最高形式的实践理性；二、

设计是我们适应环境的最高形式，[2] 将设计的

背后意义与哲学的实践理性相挂钩，使其在现

代社会中站上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卡尔·米切

姆（Carl Mitcham）指出：“设计的确拥有特别

的现代性，设计可以表示一种具有现代特色的

在世方式”，[3] 建议将设计从古典美学的规定

中拉出来，置于现代性实践中，以全新的现代

视角对待而非将“设计”这一概念进行模糊化

处理。格伦·帕森斯（Glenn Parsons）则期望

将设计从以往依附于美学或技术理论的讨论中

抽离出来，从而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哲学探究领

域。[4]

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和深入研究设计哲学相

对较晚。朱红文指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

使设计的人文意义越来越突出，因此提出设计

哲学的可能性及其意义。[5] 李伯聪和王大洲一

同为设计哲学的发展进行划界和定义，展望未

来设计哲学的发展方向，提出要紧密结合中国

传统文化和当代设计实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

的设计哲学理论体系，[6] 并进一步指出学界需

要从设计思维研究开始，进而延展到设计实践，

试图从哲学上对设计进行新的分析和认识。[7]

从理性筹划到存在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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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上学基础。通过雕像的形成过程，亚里士多

德解释了“四因”在物成其所是的过程中的作

用。亚里士多德将事物本来的质料称为“自然”，

而“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

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

原和原因。”（[10]，p.33）以此规定了事物能

够生成的形式基于其本质材料——这就是“质

料因”。随后，亚里士多德论述到：“形式比质

料更是自然，因为每一事物在其现实地存在时

而不是潜在地存在时被说成是这个事物更恰当

些”。（[10]，p.30）在青铜作为雕像的质料时，

根据其“形式因”——即青铜材料自身的内在

肌理、性质等自然原因，因此具备生成雕像的

可能性。

然而，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生成的过程，亚

里士多德区分了自然生成与通过技术生成两

者，雕像不是在青铜中自然生成的形态，因为

青铜无论如何也无法自己成为雕像，这就需要

人工技术的介入，即“动力因”。也就是说，

在雕像生成的这件事情上，人的技术力量起到

推动作用，存在于雕刻家脑海中的构图——根

据青铜的纹理和内在质地——用刀逐步赋予质

料。这是动力因与形式因相交汇的过程，亚里

士多德称其为“技艺模仿自然”的过程，技艺

中雕刻家的理性驱动着青铜最终生成雕像。最

终完成使命，即形成美的雕像——这一目的从

一开始就引导着整个活动过程。可见，如果没

有理性形式、理性的动力和理性的目的，作为

有潜力成为雕像的青铜无法得到潜力的实现。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是事物得以显现的根本原

因。

笛卡尔以降的现代哲学，理性的自我确证

达到了极致。“我思故我在”，这个“我”在其

开端处，同时也是作为“思”这一行为的承载者，

“我”与“思”二者之间并非因果关系，而是

一种在场的呈现方式。恰恰在对外物的追寻与

认识的过程中，澄明了“我”这一主体的精神

存在形式，而这一借助外物以印证“我”的过

程毫无疑问就是“设计”。在这个意义上完全

可以说，“我思”就是“我设计”。进而言之，“我

思”确证了“我存在”，“我设计”则回答了“我

如何存在”以及“我存在于何处”。故而，从“我

思”到“我设计”的转移过程，绝非简单的从

内在到外在的转移，而是从静态思考的行为，

转向到动态实践的行为。建筑师凝视空白图纸，

其脑海中不仅是线条与对比例的计算，更是一

种空间经验的预先显现；程序员编写代码，其

思维的对象不仅是逻辑语法，更是在架构一套

数字运行法则。

在此，理性不再满足于表征世界，而是意

图为世界立法。设计的行动，因而成为理性最

典型的外化实践——它将内在于心灵的观念、

意图与价值，凝聚为一个能够成形的外部方案。

通过设计，人不仅表达了“我思”，更通过自

我的行动确证理性的存在。世界不再是与我对

峙的陌生他者，而逐渐成为承载并映照我之理

性意志的作品集合。“我”的存在，便是在持

续不断的“使之成形”的设计中，获得了比单

纯的思维更坚实的证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设计的本质恰恰是

主体通过康德所谓的个体的“先验综合能力”，

主动地在经验领域加以运用的实践性运作方

式。设计过程是主体依照其先验范畴与理性目

的，赋予客观材料以形式的外化行动。它既非

主观臆想，亦非客观摹写，而是理性为现象世

界的立法过程。通过设计，思维中的先验形式

获得具体存在，自然的质料被提升至意义与价

值的领域。这表明，人类并非仅栖居于现成世

界，而是通过设计行动不断重新构造和解释世

界，使之成为人化的、“为我”的世界，设计

物则成为主体范畴与客观世界之间和解或张力

的见证。因此，设计是人与生俱来的存在方式，

具有生存论意义。

根据海德格尔观点，人最根本的规定即是

“在世界之中存在”。[11]“在世界之中”并非指

一个现成的人被放置于一个现成的世界之内，

相反，是一种不断“绽出”的过程，本质上追

问的是“如何存在”这一根本问题。通过论述“操

心”（Sorge）的不同表征状态，海德格尔阐释

了“绽出”的具体形态。首先是面向未来的“筹

划”，走向一种可能性的过程，也就是“去设计”。

在筹划也即设计的过程中，设计师在动笔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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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早已“出离”了现状，谋划到尚未存在

的作品上，从而牵引着整个设计的过程，这也

是设计作为“筹划”的存在论基础。其次是沉

沦于当下的“被抛”，深刻地沉入到“在世”之中。

“此在”发现自己其实是已被“抛入”一个特

定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物质环境中，这是一

种无法选择的事实性，因此需要存在者以其自

身的方式去筹划、去设计属于自我的生活。对

于设计师来说，他的每一次创造都不是从零开

始，而是通过与既有的材料特性、技术条件、

社会规范、文化符号持续且深度的接触，才能

在设计的创造性中展开与“被抛”这一事实的

对话。最后就是一种融身于世界的“沉沦”状

态。此在的日常生活便是“我们前已把这种活

动称为操劳，但操劳的存在性质不能适合于共

在，虽然共在这种存在方式也和操劳是一种对

在世内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凡此在作为共在

对之有所作为的存在者则都没有上手用具的存

在方式；这种存在者本身就是此在，这种存在

者不操劳，而是处于操持之中”。（[11]，p.156）

这种所谓“操劳”，即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工

具，与这个世界打交道，从而照出各个存在者

自身的存在方式。在使用工具的过程中，我们

与工具融为一体，优秀设计的最高目标，是让

器物达到完美的“上手状态”。从这一意义而言，

设计的本质正在于通过有意识地构造“第二世

界”，赋予人造世界以具体可感的存在意义与

价值。

总而言之，“我存在”不仅仅局限于通过

思考展现自身，而是因为“我”能持续地通过

设计将自身投射于世界之中，构造出新的可能

性空间，这意味着，“我”的存在，是在设计

中得到确证并且扩展开来的。由此，设计并非

是附属的技艺，而是此在实现其自身的存在方

式。通过设计，此在将其对“如何在世”的领

会具象化为实体性形态，从而在世界中建构并

同时拓展出自身的意义场域。因此，设计并非

是以静止的、内在确认性的立场来证实个体存

在的意义，而是人以其创造性行动与世界进行

的持久对话，设计之物是人的理性在历史中留

下的实实在在的烙印。

二、设计的理性疆界

如前文所述，设计的形而上学根基是理性

推动下的外化形态和此在的筹划。然而，当我

们审视理性在具体设计实践中的运作方式时，

会发现它并非是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形象。理性

之光普照不同的存在领域，如自然的必然性、

社会的规范性或意义的象征性时，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折射并出现根本分化。根据理性自身在

面对不同世界的反应，可以划分出设计理性的

三种典型形态：以目的理性为导向的工具性设

计、以实践理性为导向的实践性设计，以及以

审美目的为导向的象征性设计。它们并非相互

替代的序列，而是人类用理性构建世界时采用

的三种基本视角。

工具性设计可视为理性与物质世界打交道

的姿态，其核心是制作，表现形式严格遵守技

术理性或目的理性，同时以清晰的“手段 - 目的”

为 导 向。 赫 伯 特· 西 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的《人工科学》可以说是工具性设计

的奠基之作，他在书里明确指出：“将目标约

束条件和最大化的要求看作新的‘自然法则’，

把它们加到通过环境条件体现出来的现有自然

法则上去”。[12] 设计的目的总是以为人类生活

提供对环境的适应性为具体目标，即预先设定

一个功能目标，从而促使其实现路径进行最优

化计算与选择。

然而，其优势所在也是其局限所在，当其

精确性与最优性的逻辑无度地延伸至人类生活

世界时，可能会演变成海德格尔所批判的“座

架”，即将万物——包括人自身，仅视为可算计、

调配的“持存物”。但是，人的存在不仅仅围

绕简单的纯物质性世界，人总是置身于与他人

共在的世界中，当设计以价值、权力与历史传

统交织的领域为对象时，便进入了实践性设计

的范畴。此时，设计的产物不再是实体性人工

物，而是共同生活秩序——制度、法律、政策、

公共空间等。主导这一过程的不是技术性计算，

而是实践理性，即以伦理 - 政治理性为主要导

向，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实践智慧，在具体而

从理性筹划到存在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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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历史情境中，权衡公平与效率、自由与

团结等多元价值，从而做出具有正当性的行动

方案。设计一项社保制度，本质上是在多元诉

求与历史脉络中，寻求一种可被接纳的共在方

案。这种理性不提供普世标准答案，而是在具

体境遇中探索公共善的可能性。

更深一层而言，出于超越实用与规范束缚

的渴望，象征性设计以“审美理性”回应这一

诉求。它基于康德的“审美无功利性”，旨在

创造一种“有意义的感性形式”，即旨在凝聚

集体记忆、激发共通情感，或通向超验之境，

而非实现实用功能或构建社会秩序。正如不同

民族的纪念碑、屋脊神兽、图腾雕刻，其理性

在于对形式、符号与深层意义之间历史性的构

建与塑造。这便是理性之审美性的体现，构建

着人类世界的意义符号。

需要强调的是，工具理性、实践理性与审

美理性这三种设计范畴并非截然分立的，而是

在具体历史实践中相互交织、彼此渗透同时充

满张力。以明代圈椅为例，其工具理性体现于

人体工学的合宜性；其实践理性则依儒家礼仪

规范在空间中的展示；其审美理性则呈现为简

练、朴素的明代美学。同理，一部宪法的制定

过程，同样是工具性设计与实践性设计相互制

约的产物。设计作为理性的外化实践，其力量

在于将混沌转化为可认知的秩序、将可能转化

为现实。然而，这种赋形能力亦需辨明自身限

度。正如康德为理性划界以留出信仰的空间，

追问设计的界限，正是为了确立其正当性的前

提，避免理性沦为暴力工具。设计的界限，即

理性难以企及之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不

可言说的非理性、不可化约的复杂混沌，以及

不可逾越的人之尊严。

设计的理性筹划，在其开端处便与非理性

的领域重叠着，但是非理性并非指反理性，而

是指外在于逻辑推演的直接感性存在，诸如直

觉、灵感、身体感知。因此，设计行动经常并

非始于清晰的“问题 - 解决”目的导向，而是

往往受到灵感、意义等非理性因素的驱动。海

德格尔在其演讲《艺术作品的起源》中论述

到：“雅典娜在沉思边界之际已经看到，人类的

行为首先必须预见到什么，才能使如此这般见

到的东西进入一个作品的可见性之中而产生出

来”。[13] 这表明，艺术作品在产生之初就有了

应该被表达的东西，而这个“被看见的应该”

则不是理性可以介入并加以设计的起源，也就

是说创作的开端犹如“存在之澄明”的瞬间降

临，是一种灵感而非计划的结果，其本身是不

可设计的。设计之初的那个关于“应该”的设想，

恰恰就是理性之光难以企及的地带。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末尾指出：“对

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14]

我们也可借此表达设计的边界——对于不可筹

划者，必须保持敬畏。因为，设计本质上包含

着简化的逻辑，将无限复杂的世界抽象为有限

变量的系统。然而，我们所面对的自然与社会

系统，根本上是复杂甚至混沌的系统，无论数

据多么庞大、算法多么精妙，设计的产物终究

是简化模型。城市交通设计可优化信号灯，却

无法预知暴雨中每位驾驶员的瞬时抉择及其连

锁反应；社会政策可建立统计模型下的激励框

架，却无法穷尽个体基于自由意志的独特选择。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所警示的“理性自负”

在此表现为一种危险幻觉，即误以为世界的混

沌本质可被理性与逻辑彻底计算与驯服。[15] 复

杂世界的不可穷尽性与不可预测性，是其存在

论意义上的限定，而非暂时的认知局限。因此，

设计能在有限范围内创造局部秩序，但若企图

以人造系统取代或掌控世界的复杂性，便是理

性对存在的僭越，往往导致系统的异化与崩溃。

最为严峻的界限来自伦理层面，它关乎“应

当”而非“能够”。康德指出：“你的行动，要

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上的人性，

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

做是手段”。[16] 即“人是目的而非手段”的“绝

对命令”，为设计活动划下了一道不可逾越的

红线。这条红线具体体现在对两种自在性的尊

重，一是自然的自在性，二是人的自由意志。

当设计以优化或完善之名介入生命自然的过程

时，便触及了前者。基因编辑技术即便出于疗

愈目的，也已将生命从一种自然的“馈赠”或

“偶然”，转变为一个可被技术理性全面规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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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这可能消解生命本身固有的、不可完全

对象化的尊严，使之沦为可随意修改的质料。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强调：“它也

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人类状况中什么是准许的，

什么是绝对要避免的。在一个无根基性的东西

之上为这样一种知识重新建立一个根基，并且

以此为全人类的团结要求，特别是为物种长远

的未来的义务树立一个不能仅仅从实用主义 -

功利主义出发考虑问题的权威——这在哲学上

是一项被弄得声名狼藉的形而上学的任务，人

们竟然也可能愿意把形而上学列入明天世界的

价值”。[17] 正因为如此，其“恐惧启迪学”，以

对自然之神秘性与自在性的敬畏为根基，支撑

着人类自我理解。这一根基一旦被彻底“设计

化”，必将动摇人的本真存在。

一言以蔽之，当设计以效率或安全为名，

借助神经科学、行为经济学与大数据，试图预

测、引导乃至塑造人的内在选择与欲望时，它

便从服务转向规训，从解放沦为支配。所谓的

社会评分系统，可视为是设计的终极逻辑体现，

即将人通过数据的整理转化为可预测、可控制

的变量——这不再是服务于人的设计，而是控

制自由意志的设计。

“思考设计——技术批判理论与设计过程”

一文中论述到：“我们的框架将设计概念化为这

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考量和社会考

量汇聚在一起，以产生符合特定情境的具体装

置”。[18] 这段话描述出当下设计框架正经历一

种目的论层面的转向，即以“优化”之名，它

消解了个体的自律空间，在这样一个设计框架

下，个体的“人”沦为技术系统自我优化的一环，

“设计”在这个过程中进而演变成为了一种反

自由的建制。它不再以为人的可能性敞开空间

为“路径目的”，而是以可计算性为名将人锁

定在预设轨道中，这样一来，最终彻底消解了

人之为人的自由。但是真正的设计，必须为人

的自律保留不可被算法还原的余地，设计的伦

理界限内在地要求一种根本的自我克制。设计

理性需保持反思性的距离，不仅追问“如何设

计”，更要审慎判断“何处不应设计”，正如苹

果公司前 CEO 乔布斯一直所秉持的信念——伟

大设计在于懂得拒绝，即为不可设计者留出空

间。承认这一界限并非理性的失败，而是理性

的自我确证——唯有深知自身限度，方能在界

限之内负责任地创造，使世界既井然有序，又

不失自然的和谐。

三、不可设计性的价值

在大数据时代，理性的越界已从偶然变为

普遍，由于数据与算法的融合，这催生出一种

以数据为核心的思维模式：世间万物，从物理

现象、社会动态到人的内在情感，都可被转化

为可测量、可分析、可计算的数据。设计由此

从对造物与局部优化，扩展为渗透进所有生活

领域的普遍实践形态。“万物皆数”不再仅是

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命题，而已演变为数据形而

上学，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社会观念。

然而，这一思维模式面临存在论层面的根

本质疑。人类的情感、直觉与生命体验，并非

孤立的内在对象，而是人与世界交融互渗的产

物，植根于个体的历史记忆、情境与身体感知。

当下的数据试图将情绪简化为生物指标的波

动，将文化共鸣压缩为点击频率与时长，它所

体现出的并非是对存在的理解，而是一种置换，

用数据的明确性代替了体验的个人性。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机

械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论述了“灵韵”

（Aura）消逝，[19] 这是一个由艺术载体产生共

鸣不断消逝的过程，技术的精确复制是以牺牲

原作“此时此地”的独一性与本真性为代价，

复制技术对艺术形式的商品性发展的同时，伴

随的是艺术价值的消散和瓦解。数据采集与算

法设计将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转化为可被无限

操控的数据，潜在地导致精神自由的丧失与意

义的虚无。在一个理性试图规划一切、数据渴

望量化展示的时代，设计演变为一种将人与世

界强行纳入计算框架的行为导向。当存在被压

缩为可处理的参数，生命不可量化的独特性便

不再可能。伦理的深度、审美的体验、生命的

终极意义，在理性的规划中逐一被阉割。面对

此困境，执着于数据主义与技术乌托邦主义的

从理性筹划到存在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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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无能为力；而东方哲学则提供了一种

迥异的存在智慧，它不仅是文化上的补充，更

是突破技术理性垄断的思想资源。因此需要重

新确认那些不可被设计、不可被言说之物的存

在与价值，这是回应设计危机的根本性起点。

道家思想中的“无为”，正是回应设计危

机的中国智慧。《道德经》有言：“为学日益，

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

不为”。（[20]，p.200）此处提到的“损”，并

非消极意义上的减损，而是减除人为的造作与

主观的妄念。而“无为”的精髓在于“不妄为”，

即克制理性试图强行规划、操控万物自然进程

的冲动。它要求人效法“道”的品格：“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长而不宰”。（[20]，p.11）这种创

造绝非聚焦于主体对客体施加外在的强力，而

是让事物在其自身的整体脉络与内在节奏中，

如其本然地显现。这便是一种“让存在”的思

想观念，即不强加、不主宰，却使万物各得其所，

这一点也与莱斯在《设计哲学》中提到的“自

在性”（letness）[2]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设计实践中，这意味着设计师角色的深

刻转变，即从规划者转向存在过程的“助产士”。

设计师不再将个人意志强加于材料，而是倾听

物性、体察情境脉络，让一种既回应人类需求、

又呼应自然法则的形式自行生发。显然，东方

哲学传统并非取消人的能动性，而是启示了一

种更高阶的实践智慧，即通过“无为”，克制

干预的冲动，尊重自然的本性，使物如其本然

地显现。在这一过程中，人为秩序与世界的自

发秩序在对话中达成和谐。这或许可称为“无

设计之设计”，其精髓在于“使”而非“占有”，

在于引导而非征服。这一智慧在东方传统的设

计实践中获得了具身化的体现。

中国画的“留白”，符合东方特有的含蓄

与禅意，充分体现了“不可设计”的哲学观念。

诚如宗白华所言：“中国画里的空间构造（中国

水墨画并不是光影的实写，而仍是一种抽象的

笔墨表现），也不是移写雕像立体及建筑的几

何透视，而是显示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所引起

的空间感型。确切地说：是一种‘书法的空间

创造’”。[21] 这表明中国的留白与西方的焦点透

视完全不同，“大象无形”，它是“道”的艺术化，

让观者在想象中完成意境，达到“意到笔不到”

的所谓“灵境”状态。

中国古典园林亦是，秉持着“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的理想，通过叠山、理水、莳花、

植木的景物塑造，将刻意经营的痕迹消融进最

终的空间呈现中——通过曲径的引导、借景的

框取、遮掩与透漏的节奏，创造出一个邀请游

赏者共同完成的意义空间。此处的设计者并未

提供一个已经定型的被完全解释、封闭的风景

画，而是营造了一个开放的、需要观者自我探

寻才能充盈的意境。游览者因而不再是既定体

验的被动消费者，而是与园林共同完成一次独

特审美经历的积极参与者。从中国园林的设计

过程中可以看到，设计成功地将其自身现象化，

它不再作为一个被固定化的行为模式，而是作

为世界得以生动显现的通道。设计，使人在第

一自然的基础上展开了第二世界的样貌，同时

也显现出人自身存在的方式和意志。

同样，在日本的“侘寂”美学中，亦可窥

见这种“让存在”的设计智慧。它珍视不完美、

无常与简素，在一件侘寂风格的陶器上，窑火

中不可控的“窑变”纹理、釉料自然流淌的痕

迹成为了这一风格的具体美学表现。这些都不

是设计伊始能够预设的缺陷，而是时间、偶然

与自然力共同参与创作的结果。匠人在这个意

义上并非以征服和意志力为主导的掌控者，而

是与土、火、水进行对话的诗人。

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在《建造属于自

己的世界》的序言中写到：“我认为，建筑就是

人工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现在与过去等诸多

要素和人类社会多种现象之间的关系。 建筑的

原点，就是住宅的问题，空间的光与影等美学

问题，或是都市空间，场所风土的问题。每次

面临各种课题，我都是用建筑去应对它们，进

行一番苦战恶斗。这些都是挑战。这种奋斗会

继续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人生中永不停止的挑

战！”[22] 这一理念贯穿于他对自身作品的解

读之中，成为其建筑哲学的重要基石。同时他

还在自己的著作中通过对比建筑分析，日本桂

离宫所展现的自然观、材料感与建筑韵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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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一种与欧洲建筑截然不同的观察者与参与

者之间的关系，他论述到：“这不是与自然对抗

的建筑，而是与自然相融的建筑。 … …这种理

念必然与日本人的审美情感与身体感知紧密相

连。”[23]

在他看来，日本建筑并非与自然对抗，而

是与自然相融，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对自然材

料的运用上，更体现于日本人的审美与身体感

知之中，由此方能体味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存的

空寂之美。秉持这一观念，安藤忠雄在设计中，

以极简空间、素朴材质、流动光影，在人工与

自然的对话中，营造空寂、留白、本真、永恒

的精神场所，让建筑成为安放内心的侘寂之境。

最终的成品仿佛并非人工所为，而是自然造化

借由人手偶然呈现的片段。设计者的主体意志

在此刻意地退隐，达到一种无设计之设计的化

境。

与之相对，大数据时代设计的核心问题是

数据的全盘量化、算法的预测性操控及其所导

致的经验贫乏，面对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处境，

东方智慧确实提供了一条可能的出路。具体而

言，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算法设计

层面，必须为未知与偶然保留结构性的“留白”。

这种留白旨在打破“信息茧房”的自我循环，

保护认知的开放性，从而使用户有可能接触到

算法预设之外的思想。其二，在界面与交互设

计层面，则应践行一种节制的伦理，以简洁、

易读为呈现原则，确保用户的真实意图而非算

法的诱导成为驱动交互流程的核心。

质言之，重返“不可设计性”并非设计的

一种终结，而是设计在健全理性意义上的完成

与自觉。健全的理性，不仅在于认识自身所能，

更在于洞察其所不能。它要求设计保有一种清

晰的界限意识，在行使其赋形力量的同时，始

终保持对超越规划范围之存在维度的敬畏与开

放 —— 那些不可言说、不可算计的领域，恰恰

是设计应当留白的空间。真正的设计，从而成

为一种在人为与自然、确定性与可能性之间展

开的主体间性对话。在这一语境下，设计不再

以单纯塑造世界、实现主观意志为目标，而是

以谦逊的姿态，成为世界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

的守护者。唯有如此，设计的实践性目的才能

在数字技术文明的浪潮中挣脱人类中心主义的

自负，在承认真理性有限的同时，向意义的无

限性敞开，从而获得一个深刻而稳固的存在论

根基。

结    语

当代设计哲学的核心任务，并非放弃理性，

而是为理性划定合理界限，也即在运用理性与

对未知保持敬畏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正

因如此，设计的意义不是人类征服世界的工具，

而是一个有限的生命在认清自身局限之后，依

然主动与世界对话，并通过实践为自身存在赋

予意义、创造价值。真正而健全的设计，不是

无限主体的绝对权威，而是有限存在者的尊严

与自由——人虽被不由自主地抛入异己的世界

之中，却仍愿积极运用理性、心怀对“不可设

计之物”的敬畏，不断筹划、创造与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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